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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须引路  功夫法自修

——王元院士谈数学教学

编者按：王元院士是国际知名数
学家，他在数学的诸多领域中都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他开创了中国在哥德
巴赫猜想“a+b”命题研究上的先河，
他与华罗庚先生共同提出计算高维数
值积分的方法，国外称为“华—王方
法”。王元先生还曾担任中国数学会
理事长，积极推动中国数学的整体发
展。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使他对于数
学、教育、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的见解。
我们特邀蒋文燕博士对王元先生进行
了深度采访。

蒋文燕于 2002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
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北京外
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目前在匈牙利罗
兰大学孔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蒋文
燕博士从数学圈外人的角度，就数学
教育等问题向王元先生请教，谈话的
内容相信对于读者会很有启发。

与王元院士的交谈实际上是从

2009 年秋天陆续开始的。当时元老在

晨兴数学中心领导着一个“数论讨论

班”，每周六早上九点他都会准时开讲。

我完全是数学的门外汉，在旁听的那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元老所讲的与

其他数学家所讨论的东西对我来说无

疑形同天书。我诧异和感动的，是元

老讲课时的体态神情。他的眼神炯炯，

带着笑意；字迹娟秀，透着童心。而

且无论是自己讲课，还是与人讨论，

元老都面带笑容，或颔首微笑，或会

心大笑，那股子精神气让人很难相信

他是一位八十岁的老人，一年多前还

动过大手术。

在元老完成授课和讨论后，他会

提前告退，由我陪着他走回家。一路

上，我们穿过宝马车与三轮车并驰的

街道。过马路时，我扶着元老，心里

却多少有些紧张，在我所见，没有车

辆会为这样一位身躯瘦弱、衣着朴素

的老人稍稍减缓车速。而元老判断通

过马路的时机却比我坚定，他果断又

慎重地走走或停停，穿行在这片已经

走了五十八年的街区。

天气好时，我们会在途中的“新

科祥园”小区坐一会儿。元老说他常

在这里休息。在秋天温暖阳光的照耀

下，看着眼前玩耍的孩童，聆听元老

的谈话是极令人享受的时光。他谈到

令他尊敬的师长，“中国的数学家中，

华罗庚先生是比较特别的。他的工作

特点有两条，一是深刻，在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对数学的理解还

比较肤浅，而华老搞解析数论比一般

的东西要深刻很多，所以他的工作持

久性就比较强。二是华老的解析数论

已经搞得很好了，但他可以把它抛开，

重新来起，这是了不起的。”在元老看

来，中国没有第二个数学家能像华罗

庚先生这样，这一转变也使得华罗庚

先生成为一个全面的数学家，而这对

元老自己年轻时专业方向的改变也曾

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年轻的数学家

中，元老赞赏张寿武的独立性，“我不

赞成学生跟在老师的后面做文章，最

好连我的书也不要读，他一定要自己

去做。”在元老看来，身为老师，应该

给学生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高素质

的人才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而元老

谈得最多的，是希望年轻的数学家们

不要读死书，死读书，一定要去做问题，

无论大小，一定要去做。

这样每周一次的聆听与交谈，一

直持续到 2009 年初冬几场雪后。正式

的采访分两次在元老的办公室进行。

初进元老的办公室时，我诧异于他办

公室的狭小和简朴，“元老，您的办公

室还没有大学里某个学院院长的大。”

“院士不是官啊。”元老平静地说。

蒋文燕 ( 以下简称蒋 )：元老，
因为有关您的数学研究工作已经有许

蒋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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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章谈过了，所以这次我想主要请
您谈谈您对数学教学的认识。

王元：好的。

蒋：您曾在《我的数学生活》（见
王元：《王元论哥德巴赫猜想》，山东
教育出版社，1999 年） 一文中提到，
在浙江大学读书时，大三您参加了陈
建功、苏步青两位数学大师组织的学
生数学讨论班，在讨论班上您报告过
英革姆（Ingham）的《素数分布理论》，
陈老、苏老在讨论班上是如何指导学
生的？这样一种研讲方式对您日后的
学习、研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元：我是 1949 年进浙大的，

1951 年的下学期和 52 年的上学期参

加了这个读书班，1952 年的夏天就毕

业了。我到浙大去的时候是 1949 年底，

在那之前在英士大学，是一所比较普

通的大学，后来解放以后这个学校被

合并到浙大，所以就到浙大去读书。

这个研究班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一个

特点，很有它的特色。

现在的大学教育都跟幼儿园的教

育有点儿像，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

下面记笔记，参加考试。所谓的读书

班是一个自学，自学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普通的大学生毕业以后没有老师

再教他了，统统要自学，如果你在学

校里面已经养成一点自学的习惯，毕

业以后就方便多了，自学是很自然的

事情，所以就不需要经过一个转变，

就会自学了。做研究之前都要自学，

因为要找文献，如果你在大学里面就

学会了自学，就太好了。所以，浙江

大学在旧中国培养了很多高等学校比

较好的老师，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读

书班来培养的。另外学生好不好，读

书班里面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是

自学嘛，有没有专心，有没有自己的

想法，比较容易看到了。所以呢，老

师可以看得出来，哪些学生好，哪些

学生不适合做研究。所以读书班对浙

大来讲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我在浙

大的时候听老同学讲，浙大的精华就

是读书班。

蒋：它的历史很长了？
王元：对，从一九三几年开始的。

蒋：搞讨论班的时间也挺长的？
王元：我们不是第一次，我们前

面已经十几届了。经过讨论班的考验，

哪些学生是块什么料，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那个时候，1951 年的夏天，我们

进入到四年级了，要参加讨论班，那

时候苏老师、陈老师他们不领导，是

他们的学生领导。实际上从今天的眼

光看，他们并不老。当时也不知道为

什么，觉得他们老得不得了，用今天

的眼光看，当时苏先生的年龄，我想

一想不到 50 岁，觉得老得不得了了，

他往那儿一坐，大家都不敢讲话了。

陈建功先生也不到 60，所以都不领导

了，就让下面的学生领导。领导我的

老师叫卢庆骏，还有一个是张素诚，

是这两个人来领导。卢庆骏是解放前

原来浙大的一个老师，解放后刚从美

国回来，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后来

的张素诚是牛津大学的博士，也是刚

刚回来。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 30 岁左

右，我年纪很轻了，22 岁。最早是卢

庆骏给我指点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

是温纳（N. Wiener）写的，他是控制

论的创始人。

除此之外，他还给我指了一本书，

就是英革姆的《素数分布理论》 。 实
际上现在看温纳的那篇文章并不难，

它是傅立叶（Fourier）级数这方面的

东西。因为当时我对这方面没有接触

过，所以那篇文章看不懂，看不懂就

1930 年，王元与母亲 1937 年，王元与家人，第二排中间为王元，三排中间为祖母，后排右二为父亲，三排右为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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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看，而是把英革姆的书看完了，

一个暑假就看完了。

蒋：您是暑假的时候先看，到了

开学的时候参加的讨论班？
王元：对，看完了后都写成了笔

记。所以到开学的时候，我们就去参

加讨论班。实际上最初这个讨论班是

分层的，也就是有两个讨论班， “甲种

讨论班”是报告论文的， “乙种讨论

班”是报告书的，每班大概 5、6 个学

生，一个人上去讲一次，这个礼拜你

讲，下个礼拜他讲，讲的东西也不一

样。老师坐在下面听，听听你讲的怎

么样。等我参加时，讨论班已经不分

甲种、乙种了，就是一个讨论班，你

看完了以后去报告就行了。我把书都

吃透了，至少形式上怎么推导都知道，

就这样报告了一个学期。

蒋：这本书报告了一个学期？
王元：实际上并没有报告多少内

容，因为不止我一个人报告，轮到我

我就报告这个东西。老师觉得我还是

可以的，有自学的能力，第一学期就

是这些内容。第二学期，张素诚是搞

拓扑学，他就指导我念拓扑学的文章。

这时候就不念书了，只念文章，这是

四年级下学期的事情，大概他也觉得

还可以的。可能是到了四年级讨论班，

好像我显得在我们班里面比其他的学

生都强一些，我们班也就 3、4 个学生，

老师对我更满意一点，所以毕业以后

我就被分配到了科学院。

蒋：当时这个讨论班学生是自愿
参加吗？

王元：不是自愿参加的，到了四

年级这就是一门课，你不参加就毕不

了业，但是这门课不是老师讲，而是

由学生讲，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

研究生一样。其实我们在大学四年级

就当了研究生。那时候我不爱听课，

觉得自学的效率更高，听课太慢了，

而且学习被动，不如自己主动学。所

以我现在教学生，不太喜欢让学生听

我讲的，让他们自己看去。我们很年

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好习惯。

蒋：这样受了前辈的影响。
王元：对，这一段学习对我很有

好处，我就提前进入了做研究这个轨

道，否则毕了业以后，两三年还不知

道该怎么搞，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是

一个样，老师教你，教多少学多少。

我们那时候四年级就等于是自学了，

和老师没有太多的关系了。这样毕业

以后，独立性很强，对我好处很大，

自己知道该怎么搞研究。所以即使我

是名师指导的，像华罗庚先生指导我，

我也可以跟他研究方向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一个独立的、该怎

么走的思维。如果当时我不来科学院

的话，估计也不会太坏，因为我自己

已经知道该怎么搞，自己会搞下去了。

来这里当然更好一点，因为老师会在

大方向上有更好的指点，但华老并不

会给你讲具体的知识，你还得自己看，

所以先前的训练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我在大学里面获益最大的就是自

学，养成了一个独立的习惯，养成了

一个不依靠老师的习惯。因为你要做

学问早晚要走上这条路，不能总等着

老师教你，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

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阶段，能适当

地早一点最好。当然太早也不行，因

为自己容易乱来，会走上邪路。如果

总是按部就班的话，那你比较晚才能

进入研究，很可能错过了创造力最旺

1953 年华罗庚和学生们在数学所门外 。左起前排：王元、许孔时，后排左一：李开德，左三：
华罗庚，右一：万哲先

青年王元（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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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时期。

蒋：那个讨论班当时卢
庆骏老师和张素诚老师有没
有一些具体的指导？

王元：就是听听你讲得

不对，给你指出来。实际上

可能对我讲的东西，他们还

没有我熟悉，这是不奇怪的，

不见得指得出多少错来。

蒋：为什么呢？
王元：因为这是很专门

的东西，他也不见得有多高，

像英革姆的《素数分布理论》，

他懂一点。那时候他们在外

国刚得了博士回来，就像是

我们的博士后差不多。

蒋：等于一个刚毕业的
博士生在指导你们。

王元 ：对，他们自己的研究也

不是这个，就是附带指导一下，你

讲给他听，等于他也学了。

蒋：当时那个课陈先生和苏先生
去听吗？

王元：他们不去，他们有自己的

事。他们那个时候就叫老前辈了，五、

六十岁都是老前辈了，不干这些事情

了。像我们读的英革姆的《素数分布

理论》，华罗庚先生是个大内行，卢庆

骏懂得不多，这是说实在话，因为卢

庆骏是搞傅立叶分析的，也可能他看

过这本书。反正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使得我到了数学所之后，自学的能力

很强，独立工作的能力也很强。

蒋 ：那对您以后指导学生也有
影响吗？

王元：这个方式是很重要的，跟

我以后指导学生有关系，因为我教学

生不是太像教小学生、中学生、幼儿

园那样的教法，而是培养他们自己的

独立意识。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个

提法是错误的，因为高素质的人才绝

对不是培养出来的，是自己奋斗出来

的，哪一个高素质人才是培养出来的？

你就给他一个环境，顶多你指一条路，

他对你这一条路没有兴趣就免谈，他

要能成才，他是靠自己奋斗。实际上

我在大学里通过讨论班就明白了这个

道理，我要再深入地搞下去，就得靠

自己，老师不可能再指导你了。

蒋：对。
王元：当然毕了业之后，碰到华

罗庚先生，他当然是这方面的大专家，

像英革姆的书他很熟悉，他当然知道

的比我多。但是我搞的是筛法，他也

是一个外行，他没有我知道的多，这

是显然的事情。

蒋：看来自学能力特别重要。
王元：独立特别重要，依靠老师

是错误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不纠正

的话，这个人是不能成才的。

蒋：是。
王元：现在你对学习数学有一点

印象了吧？

蒋：嗯，有一些印象了。
王元：我要强调一点的是，在大

学里面，我就已经知道怎么去查文献，

怎么去自学，怎么去找方向。毕业以后，

你找到一个名师也好，找到一个不太

有名的老师也好，都是要靠自己搞，

不需要别人判断。如果这个过程不早

养成的话，毕业以后要

耽误很多年，才有可能

成才。有的学生很奇怪，

经常问我到底该干什么

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嘛。你自己连干什么都

不知道，那你还呆在这

儿干什么？这种笑话真

是太多，从我毕业一直

到现在都有很多。有一

次我在电梯里还碰到一

个年轻人，他问我，王

老师，我们到底怎么才

能够把数学学好啊？我

说这在电梯里一言难尽

啊。后来他也觉得不是

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

的。你怎么学好数学你都不知道，还

需要我来告诉你吗？

蒋：他可能是没有办法了。
王元：他看来是没有办法了，所

以见到一个有名的人就赶紧取取经，

但这是没有经好取的。我也是运气好，

如果我在大学里受的教育就像现在幼

儿园和中学、小学这种教育，那就惨

了，毕了业以后还要重头来起，不知

道什么叫自学，也不会查文献，什么

都得依靠老师。尤其你遇到的老师又

是华罗庚，他轻易不跟你讲话的，他

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废话，那你怎么

办？所以他手下的学生有将近一百个，

成才的才有几个。成才要靠自己，不

能靠他。

蒋：您知道浙大这种本科生的演
讲制度现在是否还保持着？

王元：现在浙大肯定没有这个东

西了，因为浙大数学系后来就被撤掉了。

蒋：解放后把它撤掉了？
王元：1952 年撤掉的。不过现在

也不像以前，从前我们同班就四个人，

后来走掉一个，剩下三个，全系不到

二十个人，那你当然可以精耕细作。

现在一来就是几百个人，老师认不得

学生，学生也认不得老师，估计用这

华罗庚与王元（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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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办法也不好弄。现在的大学是一种

普及教育，我们过去是精英教育，这

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方式。现在素

质好的学生没有那么多，这也是一个

问题。

蒋：所以数学的人才……
王元：就不容易出来了。我和华

老搞不同的方向，他搞他的，我搞我

的，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如果我走他

的路，那就惨了，那就没有现在的成

绩了，我不能走他的路，我也鼓励我

的学生不走我的路。。

蒋：您当年给华老当高等数学的
助教，当时班里很多同学日后都成为
著名的数学家，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教
学情况，以及当年的那些学生们呢？

王元：这个情况可能不全像你说

的这样。当时科大刚建立，华罗庚先

生就到科大去教微积分。他是很想通

过教微积分来写一套书，这套书大概

有五六卷，把整个数学的基础都重新

写一遍，让学生来听一听。当时他拉

我去，我已经是讲师了，并不是给他

当助教，他算是跟我联合开这门课。

但是讲义是他自己写的，只有百分之

二、三十是我写的，那部分就是抄书。

微积分不管谁来教，材料都已经定型，

只是讲法不同而已，或者自己有一点

点小小的创造，所以有许多抄书的东

西他当然就让我替他补充一下。这个

课完全要他一个人讲，老实讲他也讲

不下来，他不是一条龙嘛，一条龙实

际上他讲数学分析，还有一个人开代

数。分析他一个人也讲不下来，因为

一个礼拜讲八个钟头，他哪吃得消。

实际上我讲 4 个钟头，他讲 4 个钟头。

因为他外面的会多得很，人大常委会

什么的，如果他去开会的话，我就替

他代课。

蒋：您曾在《华罗庚》一书中提到，

当时华老是讲主要的部分，您是讲教
材里面技巧、问题和习题这些东西。

王元：对，当时我们还有助教，

助教就是出习题、改习题、答疑。前

后有三个人当过我们的助教，第一个

助教韩京清，去世了，第二个助教周

永佩，第三个助教邓诗涛，这三个助

教帮我们管这事。他们不管讲义的事，

讲义的事是我管。当然后来华罗庚先

生还挺客气，在他书里还写了这个事，

说我帮他写讲义什么之类，甚至他还

说我跟你合写。我说不能合写，你干

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不能跟你合写。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写微积分，

何必合写。第一卷弄完后我就没有再

参加这个工作了，我离开了。第二卷

是别人在搞，第二卷没有搞完，“文化

大革命”就开始了，他的计划就没了。

至于我们班的同学，说实在话，

我觉得他们平均水平都较高，但是要

华罗庚和他的学生们（1980 年代）
第一排左起：潘承洞、陆启铿、华罗庚、陈景润、越民义。第二排左起：李志杰、万哲先、吴方、龚升、王元。第三排左起：陈德泉、陆洪文、计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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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特别好的，我还没有发现。从现在

来看的话，当时那班孩子中有十来个

人还是可以的。

蒋：还都在做数学工作？
王元：这十来个人毕业以后还是

有较好成绩的，特别好的也没有，因

为他们毕了业以后，没有几年就“文

化大革命”了，把他们给冲了，所以

他们也是受害者。

蒋：看来我的问题不太准确。
王元：这个班我主要是帮华老写

讲义，配合他教书。关于他那个讲义

的特点，在最近出版修订他的书的时

候，我写了一个导言，这上面都有。

蒋：是《高等数学引论》这本书。
王元：这上面把那些经过都写了。

当时华罗庚先生有一个特点，他有时

候也偶尔自己来上一两次习题课，他

的习题课就是把微积分的习题换成初

等数学，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微积分

可以得到一些应用，用初等数学的东

西也可以做出来，这是他很有特点的

地方，所以他上习题课也很快乐，并

不是用现成的方法做，他用初等的方

法做一些高等的数学。

蒋：这样做更简单了？
王元：对，更简单了，这是他的

特点。他的书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另

外一个特点，我没写，这里做一点补

充，就是华老讲课的起点比较低，起

点不高。就说他用比较容易接受的语

言，让你好懂一点。他写的《数论导引》

也好，《高等数学引论》也好，都是比

较容易念的，便于自学，不太难，这

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的起点低，起点

低并不是说内容简单，就是说我不是

从很复杂的抽象的框架出发，而是从

一些具体的例子慢慢深入进去，这是

他的一个特点。

蒋：教学上也是这样的？
王元：对，讲义上也是这样的，

尽量讲得很直观很通俗，这是他的一

个特点，一大特点。

蒋：当时华老讲课的时候，您也
去听吗？

王元：我不去。

蒋：为什么没有去呢？
王元：我没有去听他讲课，是因

为他的讲义我都看了，都知道怎么回

事了。他这样一位大教授讲课，我也

没去听，说起来比较奇怪。如果你什

么都听，你就把时间都搞没了。我也

不希望我讲课的时候谁都来听，如果

你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觉得你都会

左图：王元 17 岁时的画和字。右上图：书法创作，左三起依次为欧阳中石、王元、严加安。右下图：书法创作，左一为欧阳中石（200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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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话，你不来听是你的自由。如果

都不来了，我就不用讲了，是不是？

蒋：您在《华罗庚》一书中提到，
当时华老花了很多时间撰写《高等数
学引论》，您在想这样做是不是有必要，
现在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元：现在还不好说，要历史来

判断，因为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见

得比北大的好，北大也来了很多学生

到我们所来，科大也来了一些。北大

的学生程度也很好，并不是按照他的

这个方法讲的。学生好不好是由他本

身的素质决定的，不是老师决定的，

老师起的作用有限的很。所以现在说

老师培养学生，这话听着好笑，学生

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跟你培养有什么

关系，你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就行了，

你不要成天找他去开会啊，弄这些没

用的事。当时班上现在看来也有一些

人做了不错的贡献，肖玲就是我们班

的，是一个好的女数学家。（注：元老

此时在记者的本子上一一写下了当年

那些他觉得不错的学生名字）这些人

还都是可以的。什么叫作还可以，我

得给你定义清楚，就是他毕了业以后，

如果搞理论的，他能够经常发表文章，

在好一点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像国外

的一些杂志，还有《中国科学》这些。

搞理论这样就行了，他们自己有一个

方向在那儿走，带带学生。搞应用的话，

他能解决一些事，这也就可以了。

蒋：徐广善老师也是那个班的？
王元：对，他们那个班没有数论

专业的，不是计算数学就是微分方程。

没有人搞基础数学，徐广善是由微分

方程转入数论的，所以这些人后来搞

理论的都能够独立发表文章，独立工

作，像肖玲到外国访问了很多次，去

工作一年半年的，达到这个水平，也

就不错。

蒋：这是您教的第一批学生吗？
王元：第一批学生，我可能教了

他们两年基础课。

蒋：除了和华老合作以外，还教

了别的课？

王元：别的没有。

蒋：和华老合作了三年？
王元：两年。这两年的讲义就是

这次高教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数学引

论》第一册、第二册。

蒋：元老，您曾和胥鸣伟老师翻
译了哈佛大学的教材《高等微积分》，
这是出于什么考虑？现在华罗庚先生
的《高等数学引论》也刚刚再版，您
能否结合这两套教材，讲讲您对高等

数学教材和教学的认识？
王元：我跟胥鸣伟翻译的哈佛大

学这本书，正好跟华老的风格是截然

相反的，华老讲得很简单，这是起点

低。这本书起点比较高，起点高不是

说就好，起点低不是说就不好。起点

高的意思是说，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

都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用抽象

的公式来定义，定义了半天，可能你

脑子就发昏了。但是这也很有必要，

数学发展到后来，总是要跟逻辑有更

严格的关系。中国没有人按照这个方

式讲过高等分析，所以我们觉得它还

是有特点的，就把它翻译出来了。翻

译出来看着这个书，分析的语言都知

道了，否则的话，很多近代数学的语

言都不知道。过去没有同类型的书，

所以有必要把它翻译出来。这个书我

只翻译了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是

胥鸣伟翻的。

蒋：最后是您来统稿的？
王元：统稿也是他统的，我只翻

译了 12 万字。最近不是搞了很多的

教材嘛，其中这本书的起点就很高，

里面有些东西华老的书都不写的，像

逻辑量词，逻辑的连接词，基本上第

一章就是数理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

第二章是向量空间，一般书上也不会

讲这些东西的，它是一种抽象数学的

讲法。

蒋：您是翻译的第几章？
王元：我记不起来了，第一、第

二章肯定是我翻的，我可能就翻到第

二章。里面有一些数理逻辑，过去数

理逻辑没有人讲，国内所有的书起点

都很低。

蒋：为什么选哈佛大学的教材呢？
王元：丘成桐先生介绍的，我们

看了看觉得还不错，国内没有同类型

的书，供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们就

翻译出来了。我感觉，我们国家搞了

王元与陈省身（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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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运动，高等学校的教材已经

极端地落后了，都是些 50 多年前的东

西了。现代的东西对于老师是很重要

的，他们应该知道现在的教材。所以

胥鸣伟做了很大的贡献，他翻译了苏

联的教材，苏联的教材已经跟我们那

个时候学的都是两回事了。我觉得现

在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引

进教材，不要自己编，也不要一天到

晚胡思乱想，先要弄清楚国际上在搞

什么。引进就是拿来主义，把人家的

好东西拿过来，这是最理想的，所以

我们翻译了一些。其实我自己真正亲

自翻译的就这么一点，另外还有一本

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蒋：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王元：有英译本，我是参照着德

文原著，从英文本翻译过来的。

蒋：是什么书？
王元：赫克的《代数数论》。

蒋：这个可以做高等数学的教材？
在大学讲过吗？

王元：可以做。在浙大讲过一遍，

在科学院也讲过一遍，给研究生讲，

讲浅一点的东西。

蒋：这些教材跟教学有什么样的
关系？

王元：中国现在的高等数学要改

革，不是一天到晚开会空谈，而是要

把教材改一改，怎么改呢？最好的办

法是拿来主义，把他们的东西拿来。

因为我们太落后了，老师先学会，再

教给学生就好了。不需要讨论，一天

到晚讨论出不了成绩，没有时间空谈。

蒋：我们现在教材是比较落后
啊。

王元：很多教材都是 50 年、60
年以前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从苏联引

进来的东西。现在基本上我们每个学

校写一本微积分，都是抄的，大同小

异，而且内容都很过时。当然现在有

很多新的东西，他不可能讲的，所以

现在我们要引进一些新的教材。现在

翻译了很多，高等学校的老师如果很

努力的话，他们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说教一点新的教材，就学会了很

多新的知识，这不是很好嘛。

蒋 ：但是这个东西得有人翻译

过来。
王元：已经翻译了这么大一堆了，

我这一柜子都是。

蒋：啊，《高等数学翻译丛书》。
王元：他们研究好了，还有一系

列。

蒋：它的推广性怎么样？
王元：跟过去的都不一样。

蒋：没有在高校比较广泛地推广
开来吧。

王元：出版了，可以自己去买，

自己去讲啊。

蒋：对，老师可以决定教材。
王元：我们对教育改革也做了一

些工作，只是不愿意空谈就是了，翻

译教材就是实实在在的贡献，空谈有

什么意思。现在一天到晚就是空谈应

当怎么改，改来改去不就是原来那点

东西嘛。你知道现在变化太大了，跟

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讲有用的，没有

用的东西先不讲。写书的人就是苏联

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以他们为首的编辑，高屋建瓴。像多

复变函数论，过去没有这门课的，现

王元与数论专家廖明哲的合影，廖明哲曾是香港大学的讲座教
授（1990 年代）

王元与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的得主 Selberg（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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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都有了，大学里都要讲的。

蒋：您知道您与胥鸣伟翻译的这
本书有没有在高校用呢？

王元：听说首师大讲过。肯定

还有别的学校，它的销路不会太坏。

如果这个工作停滞不前，停留在原

来的教材基础上，那就很惨了，再

过几年就更不好改了。科研人员的

研究方向老是不变，推动力就很小。

这本书其实是我们一系列的翻译当

中的一本，而我只参与了这一本高

校教材。过去我们所有的书起点都

比较低，现在这个时代永远起点低

也不行，起码你要把起点高的介绍

一些过来，让大家比较比较。

蒋：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
王元：对。数学严格性也是不同

的时期有不同的要求，所以现在把这

个融进来的话，数学的严格性跟过去

相比可能更高。这是一个比较，不见

得非要大家都来用这本书，但是大家

可以来参考参考，除了你那个讲法外

还有别的讲法。像我们学解析数论的

人，这些东西都不大懂，你看一看，

翻译翻译，也就知道了。

蒋：翻译这书难不难？
王元：不难。我只译了十二万字，

现在老了不做研究了，这些事还是要

做一做，不做事的话就只能等死了。

现在引进教材是我关注的一项事情，

至少对于干这件事情的人，我还是要

给他们鼓励，尽量地打打气，因为干

这些事情也是挺麻烦的。

蒋：对，比如说翻译这些教材，
对于评职称什么的没有帮助吧？

王元：对，而且对经济收入也没

有多少帮助。

蒋：那么，花这个时间…
王元：就算休息休息吧。当然这

也是一种服务，一种奉献，所以我要

给大家鼓鼓气。可能若干年以后来看

这个工作，确实是真正干了一点事情。

蒋：至少留下了书了。
王元：对，留下了书了，而且很

多的青年人可以从这些书上成长起来。

现在不改怎么得了。我看现代几何学

跟我们过去学的都不一样，现在几何

如果离开了物理的话，还谈什么几何。

过去几何是几何，物理是物理，两者

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教材将几何

和物理联在一起，对我们来讲也是再

学习的过程。现在要翻译出来很多好

书，如果连这个事情都不做，大家都

去空谈，这样下去怎么行。

蒋：总是得有人做事情。
王元：我要是一天到晚反对空谈，

可能弄不好上面对我意见一大堆，也

说不清。

蒋：现在在您这个年龄，是不惧
也不惑，会不会有这样感觉？

王元：主要是不惧了，因为都活

到八十了，就是死掉了也就这么回事了。

蒋：在咱们国家，不知道为什么，
好象在年轻的时候，反而是惧，因为
惧，缩住了手脚，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
该说的话没有去说，到了老了不惧的
时候，时间也就有限了。

王元：时间没有了。

蒋：一个人可能也有一个人的命。
王元：这就是命运决定的。

蒋：您相信这个吗？
王元：当然，这个事情当然是有

关系的。

蒋：您觉得您这一生的命好不好？
王元：应该说是不错的。

蒋 ：为什么？有哪几次重要的
转折？

王元：在浙大的经历当然是不错

的，到了毕业以后，因为我做研究运

气比较好，文章都做出来了。要是一

上来就碰一个钉子，哥德巴赫问题做

不出来的话，那么下面的信心就没有

了，所以第一炮打中了之后，我心里

就比较有底了。

蒋：元老，从招收第一批研究生
到现在，在您的教学中最主要的原则
是什么？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学生们？

王元：我最早的研究生应该是陆

洪文、谢盛刚。

蒋：那是哪一年？
王元：很早，是文化大革命以前

的事了，大概是 1962年或者 1963年吧。

王元与方开泰（左）在香港合影（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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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您那个时候多大？
王元：大概也就三十一、二岁。

本来陆洪文是华罗庚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华先生忙得没有时间带学生，所

以我实际上就是主动帮忙。给了他一

个题目，他做了这个题目以后，自己

就上路了，会找题目，会做了，后来

就成了比较好的数学家。谢盛刚是分

到数论组来的，就属我管了。再下面

就是冯克勤他们那一班。1958 年我教

基础课，但没有指导过他们。后来他

们那一班的人，没有人搞数论，他们

是搞了专门化，微分方程专门化，计

算数学专门化这些东西，但没有数论

专门化。下一班就有数论专门化。

蒋：也是中科大的？
王元：是的，属于冯克勤他们那

一班，算是正式的，他们的专门化是

由我来教。我和吴方联合起来教。

蒋：那还是本科的时候。

王元：是本科。因为那个时候是

五年毕业，到了第四年、第五年，也

就等于研究生一样，做毕业论文这些

事情。我觉得我教学生，跟现在很多

老师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比较发

挥他们的自由度，他们有一个自由活

动的天地，我只是指点他一点，并不

会花太多时间。我指点这一点，他如

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他将来无法成才，

我不可能永远当他的保姆。这样的学

生很多，像指导陆洪文本来是帮帮忙，

因为华老没有时间管他。他没有办法

了，研究工作总要有一个起步，后来

我给了他一个小题目，他做出来了，

就有了信心，以后就会自己走了。谢

盛刚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冯克勤他

们那一班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指导学生。

那个时候，我跟吴方给他们开了一门

《数论导引》。

蒋：那是哪一年？
王元：可能是 1960 年。实际上

开这门课也是提高我自己，因为我那

个时候觉得丢番图分析有发展前途，

而且它跟我当时的研究工作就是和数

值积分有关系，专门教这个东西，就

是把书上和这个有关的东西挑出来

教。他们后来就分了，一部分学代数，

一部分学数论，因为那是数论代数专

门化。

当时班上学得最好的一个是冯克

勤，另一个是裴定一。后来冯克勤分

到我们这个专业来了，裴定一分到另

外一个专业去了。现在看来也是他们

两个搞得好，冯克勤我是真的希望把

他培养成一个将来能够接替我们工作

的人，因为华老比我大 20 岁，我比他

大 10 岁，正好成了一个梯队。我给他

的毕业论文，我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

而且从来没有搞过那个东西，只是觉

得有点可能性，希望他把华林问题的

结果，推广到代数数域上去。我从来

没搞过代数数域，只是搞数值积分的

时候，用到一点代数数域，代数数域

上的这个数论我并没搞，但是我觉得

他能力很强，他可以搞。

后来他搞出来了，当时写的是不

是对，清不清楚这个我不知道，他反

正把结果都搞出来了。因为普通的数

论里面，华林问题已经得到改进了，

所以把它推广到代数数域上确实是有

意义的。他搞出来之后，就赶上“文

化大革命”了，他的文章没发表，后

来发现一个日本人做了与他同样的问

题，而且发表了。最近华林问题又得

到改进，后来一个西方人把它改进了，

就是我那次上课的时候，给大家看的

那份材料。那个人拿了那个东西，得

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资助，让

他去做研究工作。实际上当时冯克勤

再花半年时间把那个文章写得好一点，

他又年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也是

有可能接受他去访问的，比如说一年、

两年，所以当时这些学生错过了好的

机会。

裴定一是搞代数的，其实代数是

华罗庚先生比较弱的一项，华罗庚先

生搞很多东西，代数相比起来是弱一

点。裴定一后来又对数论感兴趣，改

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派人到美国去

进修，他是其中一个。我就说你不要

搞解析数论了，你去搞模形式。因为

我那个时候很早就出国了，1979 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了三、四个月，

就派我一个人出国了。我去欧洲跑了

一趟以后，发现中国的解析数论已经

过时了，他们搞的都是模形式，我们

现在搞的还是古老的 Riemann Zeta 函

数，那完全不对头。所以我就告诉裴

王元与北京大学数学系前主任段学复（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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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到美国去的话，用几年时间去搞

模形式。他进展的很快，他老师当然

是大家，Shimura，刚开始去的时候觉

得裴定一好像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

懂。可是一年以后，发现这个人简直

很厉害了，后来就给了他一个题目。

那个题目是说，有一个级数，被加项

的方次如果是 k 次方，k 大于等于二分

之五，这个级数是绝对收敛的，那就

没有问题，能找出基底。k 等于二分

之一时，Serre 这些人也已经把它的基

底找出来。k 等于二分之三的情形是

不知道的，但裴定一做出来了，所以

Shimura 老师对他很夸赞，认为不错。

这是我当时在科大教的学生中我印象

最深的两位。

蒋：裴定一现在还在您身边吗？
王元：他原来一直在应用数学所，

后来又到了研究生院，现在到广州去

了。后来我就跟他和冯克勤讲，你们

给耽误了十年，再来搞数论已经不合

适了，你做不出太大的东西，最好是

去搞应用。他们后来对密码问题也很

感兴趣。

现在裴定一是中国密码学会的主

席，整个中国密码学会的总司令。冯

克勤也很好，他在科大当了副校长，

现在到清华去当了系主任，他搞得也

不错。这是一些比较成功的，后来还

招了一些研究生。有时给他们一个小

题目，相当于是个习题了，有的有把

握，有的没有把握。另外，就是我自

己有一点数，可能做出来，但我还没

有完全做出来，像这种题目的话，就

稍微难一点。再难一点是什么呢？就

是我根本不懂了，就让他自己搞了，

这个也有。我告诉你，凡是我完全不

懂的，让他自己去搞，他要搞成了的话，

他就成了一个人才了。如果我没有什

么把握的问题，让他去做，做好了也

不错，基本上可以达到国际好杂志的

发表水平。如果我自己已经基本上做

出来，就是缺少这个时间把它写出来，

交给学生去做。做出来了也是无聊得

很，这个没有太大的意思。

我现在讲一个最好的学生，叫张

寿武。这个人我跟他的接触不算太多，

但是每次记者访问他，他总是感谢我，

每次做报告也提到我对他一点一滴的

帮助，讲了很多。事实上我对他没有

什么帮助，即使是有帮助的话，也是

非常宽泛的。张寿武入学以后，他听

了我的一次演讲。那时我经常到外国

去访问，回来总是要做一次报告，把

外国的情况和了解到的东西，给大家

讲讲。那次我做了一个报告，就讲了

Faltings 的工作，它可以推出来 Fermat
大定理顶多有有限个解。对于这样重

要的定理，我说我根本看不懂证明。

蒋：这是哪一年？
王元：那很早了，可能是八几年。

后来张寿武就暗暗地发誓，如果他能

够出国的话，他要出国去，不能够出

国的话，在中国他要好好干，我看不

杨振宁给王元颁奖（2000 年代）

王元获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右一为周光召（199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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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话，他要想办法把它看懂。当然

他没有说出来，当时心里是这样想

的，我想这很好。张寿武有自己的想

法，他知道要搞什么东西，他当时在

看 Andre Weil 的《数论基础》。我就跟

他讲，你搞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有风险，

如果你搞失败了的话，我没法负责任，

但是我可以给你充分的资料，国内的

很多活动你可以不参加。当时我知道

他的能力很强，这么强的人自己搞就

行了。后来他硕士答辩，没有文章，

怎么办？当时我是答辩委员会的委员，

因为我是他的老师不能当主席。大家

听他答辩，他就讲了一通，听众也没

有听得懂，他搞的东西当时国内没人

搞，也没人听得懂。大家说到底这个

分怎么打，我们也不懂，我说不懂才好，

你都懂了，他不就没本事了。

蒋 ：后来他有没有写一篇硕士
论文出来？

王元：写了，但是人家看不懂他

那个方向，当时国内没人搞算术代数

几何。后来我说，他这种人应该送他

一个硕士，你们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看不懂才好，看不懂说明他有能耐，

就给他一个硕士吧。我说你干脆出国

去，在国内不好搞，没有人可以跟你

讨论。

后来他就出国了，一出国马上就

变得非常厉害，他的博士论文非常突

出。那个 Faltings 是得了菲尔兹奖的，

听他说，张寿武的文章是该领域近十

年来最好的博士论文之一，所以他的

文章一下子就在 Ann. Math. 上发表了，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数学杂志。而

且有几个顶尖的数论学家还跟着他去

发展他的工作。张寿武后来找我聊天，

我说你碰到我这个导师可能是一个运

气，你要碰到另外一个导师，也许他

天天跟你吵架，你也受不了，工作就

没法搞。因为以前中国的有些导师一

个要命的事情就是你非得跟着他搞，

你跨出去了，不跟着他搞的话，他就

非常不愿意。我可以允许你不跟着我

搞，搞什么都行，他现在当然非常成

才了。

其他的学生我多数给了一定的帮

助，给他一两个提示，让他自己去考虑。

有的学生做出来了，还不错，以后他

就慢慢地会走了，不用再去管了。

实际上裴定一、冯克勤我都没有

真正指导过，都是自己找问题，自己

干。张寿武我根本就没管过，自己找

路自己走。那些管了的，给了题目，

他按照我的题目去做的，那就不要谈

了，这个太简单。还有学生也管得很

少，刚开始少管一点，以后自己成才

的也有好几个，我不能一一地讲他们

的故事了。就是管一点点，以后自己做，

慢慢成为一个数学家的还是比较多的。

从我这个地方出去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蒋：您培养了很多有名的数学家
啊。

王元：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这样的。

就是帮一步，然后他自己可以走下去

了，这个人就行了。或者一步也不帮，

自己走出了路，那就是张寿武。他从

我这里得到一些搞数学的观点而已。

如果帮了一步，他还不会走，那就免

谈了，以后他也不可能成为数学家了。

像我跟华老，他没有给我具体研究题

目，是我自己走走，也就走出来了。

蒋：你这个方法是跟华老学的
吗？

王元：对，可以这么说。有的学

生是从他那儿拿到题目的，他给你一

个题目，如果以后你自己不会走路的

话，他绝对不会再给第二个题目的。

绝大部分的学生他是不给题目做的，

顶多告诉你有这个可能，请你去考虑

考虑，很具体的是没有的。顶多给你

一个方向，那就非常好了，其他都要

靠自己。

现在有的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我非

常不赞成，完全是一个保姆，像带幼

儿园的小孩子，这不行。你带出来的话，

永远是一个小孩，那是不会成为大人

的。你顶多给他一个题目，他如果能

够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了，他自己知道，

往后自己找题目，自己找文献，自己

往前走，他就成才了。不然的话他没

办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培养成为数

学家的，应该知道这一点，培养不成

那也没办法。

蒋：您培养这么多著名的数学家，
您心里高兴不高兴？我知道老师工作
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学生。

王元：当然很高兴，而且我尤其

王元与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 1990 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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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几种

类型都给你讲了，还有一种类型，就

是给了一个题目以后，基本上自己不

会找，自己不会往下做的也有，但那

是极少数。大部分人给了他一个题目，

都会自己再找题目做的。

蒋：大部分是属于中间状态的？
王元：对。你说的我培养了很多

好学生都是这个状态，给了一个题目

自己就会走。所以不要迷信外国，很

多国外回来的，还未必有我这些学生

好呢。

蒋：今年，您在八十岁高龄时重
登讲台，我想对于青年数学家来说，
精神意义要大于知识意义。

王元：可以讲讲感想。因为我现

在弄懂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讲也是

个提高，这里有一个自我的要求。我

在改革开放以后，讲了很多次课。最

早是在研究生院，讲一门《数学概论》，

有很多人讲，其中数论部分是我讲的，

一共四、五次。后来又开过几门课，

其中一门是《公钥密码》。《公钥密码》

很重要，但是国内没有人搞，后来我

就读了一本书，是万大庆的老师写的，

看完这个我就讲了一点。那时有兴趣

的人都来听，大概讲了两三个月。另

外一次是自守函数和模形式。代数数

论讲过两遍，到浙大讲了一遍，给这

边的研究生讲了一遍。然后就是这一

次。还有一次是徐飞他们的讨论班，

系列地讲了讲代数解析数论。讲这些

课的目的，一方面就是宣传这个东西，

一方面也是提高自己。

蒋：听课的学生也都很有收获。
王元：对，这两次讨论班都有成

果，学生就出来了。我不赞成现在跟

学生一天到晚联系，这是最坏的办法，

应该怎样呢？一旦学生开始做东西以

后，就要想办法继续做，而且要一步

步提高，这是一个正确的搞数学的方

法。如果一天到晚念书的话，肯定越

念越糊涂，念到后来成了个傻子，因

此一定要找问题来做。所以学生动起

来，就是个好事。另一方面，也不能

够像母鸡下鸡蛋一样，一天下一个，

天天写无聊的文章，那也不行。如果

开始写了以后，要不停地提高，不能

老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

蒋：我知道您这次上课之前，还
动过一次大的心脏手术。

王元：对，这次手术，本来我觉

得有可能回不来了，这是完全有可能

的。医生跟我说得很清楚，你这个手

术不动的话，就只有不到半年就完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心衰，不停地心衰，

救不过来。动手术后还有好的可能性。

我说那就动吧，有什么办法。动完之

王元在华罗庚中学（1986 年）

王元在母校浙江大学（200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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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恢复得很快，不到一年时间基本

上我可以上班了。数学当然是搞一点，

然后搞一点书法。

蒋：我觉得您站在讲台上，对坐在
下面的青年数学家们来说意义非常大。

王元：知识是不多的，因为那篇

文章他们自己看的话，肯定也看得懂。

可能对他们是一个精神的鼓舞。因为

毕竟我是动了五次手术，这是最大的

一次手术，动这次手术以前动了四次

手术。你知道动手术对一个人是很伤

的。他把你身体一块东西切掉了，这

个很要命的事情。尤其最后一次，把

七根肋骨都打断了，然后才能把心脏

拿出来，做完了再装回去，是这样的

事情。

蒋：您休养了多长时间？是哪一
年动的？

王元：就是 2007 年。差不多六七

个礼拜以后，我就可以在家附近走走。

蒋：真不错。
王元：差不多半年以后就往所里

走。数学是没法搞了，现在要我写一

篇论文都还是很难的。倒也写了一篇

文章，住院那时候有一点想法，我是

没有详细算。后来我把文章拿给贾朝

华看看，问他看不看得懂，他说基本

上看得懂，我说那就可以发表了。

蒋：发表在哪个杂志上？
王元：英文还没有发，只有中文

发表了，在《中国科学》。本来也可能

到外国去发表，因为我的初稿叫方开

泰带到法国去报告了一下，他们还挺

感兴趣，说要把它编成程序。那是一

篇统计文章，我与方开泰合作的。将

来如果有适当的机会，我还是可以做

研究的。

蒋：看着您站在讲台上，我作为
一个无知的听众，虽然完全听不懂，
但是觉得特别感动，会很容易受到您
的笑容的影响和感染。

王元：反正人活着的话，总是要

干点事情，所以我出了医院之后，还

写了几篇回忆文章这样的东西

蒋：我听贾朝华老师说您有一本
散文集要出版，是吗？

王元：是有一本散文集要出

版。还是要工作，一个人不工作哪

能行，除非身体动不了，真的是要

死了。否则我能动的话，我总还是

想办法做点事。昨天钱学森的秘书

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要纪念钱学

森，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正好

我可以写一篇文章，怀念钱学森。 

王元 80 岁生日小聚，北京伏尔加餐厅（2010 年）

80 岁生日小聚，欧阳中石题词：信步及米，相期以茶（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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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您跟他有交往？
王元：我跟他有交往。他给我写

过大概有十封信左右。他这个人不跟

人家多谈话的，有事情找你谈的话，

就写封信。他从来不搞通常的社交活

动。这个你要尊重他，不尊重他不行。

我们刚才都是谈我跟学生的关系，还

没有谈到跟上一辈的关系，上一辈不

少人都跟我有密切的关系。

蒋：我真的很想听您谈一谈。
王元：钱学森跟一些数学家，比

如跟我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能够给

我写十封信，不算少了，国防科委知

道这层关系，所以叫我去开座谈会，

这几天在准备发言稿。这些人都跟我

有过交往，比跟学生的关系更密切。

这很奇怪，完全是个缘分，换个人不

见得有这样的事情。

蒋：那是跟您的个性有关系吗？
王元：有关系，主要是我很尊重

这些人。

蒋：为什么呢？

王元：要按照他们的习惯跟他们

相处。比如说钱学森从来就不喜欢跟

人家聊天，你非得找个时间跟他聊天，

那就错了。他不希望跟人家聊天，那

就不聊，按他的习惯，有事情找他写

信解决，你一定要按照他的习惯。

跟这些大科学家来往的一个大的

诀窍，就是你要尊重他的习惯，你要

先摸透他的脾气，看出来他是怎么样

的人。比如说他不喜欢社交，你非要

到他家里去拜访他一下，这个事情绝

对不能做的。他不欢迎的地方你赶快

走开，他欢迎的地方你来，所以这样

就可以比较好地交往下去，并且可以

得到你要得到的智慧。

蒋：是的。

王元：我去找华老，见到他时，

拿一张纸给你，跟你这张纸一样，一、

二、三、四、五，一条一条谈，谈完了

就回家，这个最简单了。他是不聊天的，

因为这些科学家都不爱聊天，你不能

老找他聊，因为他要省出时间来做研

究。

蒋：听您谈了这么多，感觉很受
益。我整理出来后，再请您过目。

王元：好的。

我们的谈话在万大庆教授的敲

门声中结束。当天有万大庆教授的演

讲，出门之前，元老特意从抽屉中找

出一个本子，用来记笔记。他反复

说，“万大庆现在做得很不错，他也

非常用功，我们能从他那儿学到很多

东西。”

王元给《数学文化》题词钱学森写给王元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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